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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农业企业数字化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 本文从资源与能力视角出发,采用

定性分析方法对 110
 

家数字化转型农业企业进行分析,探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以及内部要素配置路径。 研

究结果显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内部资源与能力联动匹配的结果,存在财务资源-均衡能力驱动型、创新资源

驱动-能力辅助型两种模式;增值价值链、辅助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联动依赖各有侧重;研

发、生产、销售、财务以及行政管理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对资源和能力的联动条件要求差异较大,财务资源、创新资源

以及风险能力发挥了更为普遍的驱动作用。 研究结论丰富了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视角,为农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提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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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到 2035 年,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 。 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业企业数字化是助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升农业产

业链创新水平的重要路径,也是当下农业农村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方向。 自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加快。 根据埃森哲与国家

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2022 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 ,2022
 

年中国企业数字化转

型指数由 2018 年的 37 分上升至 52 分(百分制) ,其中领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数由 66 分上升至
 

84 分,

整体数字化水平在稳步提升。 然而,除领军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得分较低,2022 年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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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分,反映出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为数字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

合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由于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加之农村数字化程度普遍较低,农业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一直是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薄弱之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

究报告(2023 年)》显示,2022
 

年中国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
 

10. 5%,同比提升仅 0. 4%。 相较于其他产业,

无论是数字化水平,还是数字化发展速度,农业都存在明显滞后。 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尚处

于探索阶段。 相比其他企业,农业企业的生产与经营面临更多的现实困境:一是农企产品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和地域性,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不一致,生产周期长,易受到外部气候环境的影响,相比其他行业有更多

不确定性;二是农业企业涉及的员工类型复杂,农业生产前线人员较多,员工整体的数字技能和意识能力相

对匮乏,企业管理和转型相对困难;三是农业企业能够获取的市场信息和金融资源有限,资金回收周期相对

较长,面临的信息资源、融资约束较强。 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够帮助农业企业实现生产规模化、专业化、科学

化,提高传统农业的经济效益,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可见,加快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及未来

农业企业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数实融合发展浪潮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

一类是集中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积极影响,认为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

其运营成本[1] ,提升经营绩效水平[2] ,以及提升企业创新效率[3] ,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4] ;另一类聚焦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企业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企业年龄、技术研发、创新环境和行业竞争

等因素都会影响其数字化转型[5] 。 在实践过程中,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落后于其他企业,也影响了学界对

农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推进。 相较于制造业、科技领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聚焦农业领域的企业数字

化研究较为缺乏。 现有文献主要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认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是促进

农业转型升级[6] 、实现乡村振兴[7]的重要途径。 少量的农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更多地聚焦农业企业数字化转

型带来的影响与效果,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要素探究甚少。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企业微观成本调查数据中 110 家农业数字化转型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农业企业内

部要素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箱”,以期为中国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经验参考,并在理论

上丰富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要素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在研究视角上,聚焦农业企业内部

组织的资源与能力要素,探究何种资源与能力联动能够引致企业数字化转型;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定性

比较分析(QCA)法分析农业企业内部多要素联动匹配引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

三是在数据使用上,基于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案例数据,对农业企业的整体、价值链以及具体环节数

字化转型进行深入分析。

　 　 二、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为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 数字化转型是

企业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渗透、生产关系的数字化重组以及商业活动的数字化创新,具体体现在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8] 。 企业数字化转型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 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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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前期基础,两者关系较为密切,在文献梳理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展开叙述。

第一,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多聚焦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和影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探

索的研究较少。 一方面,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绩效[9] 、创新能力[10] 、财务水平[11] 等

产生影响。 数字化转型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企业产生积极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的价值创造、组织变革[12] 。

此外,企业数字化还对产业链、外部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一定条件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衰退企业实

现扭亏为盈[13] ,提升产业链关联水平[14] ,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15] 。 另一方面,在对数字化转型前因探

索中,部分学者聚焦单一因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分别探索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16] 、互联网产

业政策[17] 、政府补助[18] 、税收政策[19] 等环境外部因素,以及企业金融资产配置[20] 、高管团队的知识能

力[21] 、团队稳定性[22]等内部因素的作用。 也有学者从组态视角出发,提出数字化转型的九个要素[23] ,或构

建涵盖多因素的数字化转型分析框架[24] ,探究企业实物资源、关系资源、大数据资源、制造能力、数字平台能

力等多因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效应[25] 。

第二,学界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较为薄弱。 中国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现实发展中面临的困

境较多,如基础设施短板、供给体系不健全、数字技术和农业缺乏深度融合、数字化治理问题均是影响农业

数字化转型滞后的重要因素[26] 。 受限于农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滞后与数据获取难度较大等原因,现有文献主

要围绕制造业[27] 、银行业[28] 、服务业[29]的数字化转型进行探讨与分析,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探讨相对较

少。 不可否认,数字化农业发展已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技术等优质资源要素的引入是“农业+物

联网”融合发展新业态的重要发展机遇[30] 。 在已有的农业企业数字化实践研究中,学者主要通过使用上市

农业企业样本数据,或搜集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分析。 邱浩然和徐辉(2022)使用农业上市企业数

据进行分析,认为数字化是改变农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其经济绩效会受到数字化创新、技术应用以及

宏微观环境的影响[31] 。 李俏和肖忠毅(2023)使用浙江调查数据聚焦农业生产数字化,对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所涌现的政府主导、科研院所研发、企业合作以及农户自发四种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当下中国农业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存在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户参与不足、产学研转化困难、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32] 。

任忠香和徐宣国(2023)选取 15
 

家数字化转型领先的农业企业进行分析,认为横向要素协同和纵向动态演

进是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机制[33] 。 徐旭初等(2023)结合中国农业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案例分析,

使用吉林东辽县、山东平阴县、山西隰县和陕西柞水县等 4 个代表性县域的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案例作为研

究对象,认为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是转型升级的关键机制[34] 。

第三,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缓慢,关于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及前因探究、农业企业内部

环节数字化的分析鲜见。 一方面,已有文献在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理论构建与多因素探索方面尚存研究空

白。 学界对农业企业样本数据的获取来源较为单一,研究多以地方少数案例或上市农业企业样本为分析基

础,研究结论对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借鉴和指导有一定的局限性。 目前学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

探索多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进行分析,比如李煜华等(2023)构建了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

因素模型[35] ,也有学者从资源-能力角度探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36] 。 但以上前因理论和前因组态分

析并未涉及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关注和分析。 另一方面,较少农业企业在实践中考虑产业链数字

化转型[37] 。 这使得对农业企业产业链的关注和分析缺乏数据支撑,且各个环节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案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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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度较大,对农业企业各个环节数字化转型的考察也相对不足。
综上,已有研究或基于案例探讨少数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或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单一要素对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问题的认知,但
由于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农业企业资源的有限性,单一视角的研究往往难以全面了解农业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条件、具体转型路径。 这既需要从全局视角构建多要素联动的研究框架,也需要对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更加具体和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特定领域和特定角度的解读和分析研究十

分必要。

　 　 (二)模型构建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会受到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关注某些单一因素的独立影响或单

纯关注其线性关系不能较好地探索其影响路径,组态视角的分析能够考虑多种因素的联动性,为探索复杂

因果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38] 。 为探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和转型路径,探索和总结何

种内部资源和能力互动助力数字化转型,本文从企业内部组织边界出发,立足资源-能力视角,选取以下七

个指标构建组态模型。
1. 财务资源

企业自身拥有的资源禀赋是实施发展战略和决策的基础,财务资源更是企业的核心资源。 科学、合理

地配置财务资源是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39] 。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常需

要大量的投资,包括技术设备、软件系统、人员培训等,充足的财务资源能够提供投资和预算规划,确保数字

化转型的可行性和持续性。 本文选取企业的经营水平、盈利水平和成本控制三个方面的指标共同构建财务

资源的衡量指标,力图更加准确、客观地衡量企业财务资源能力。
2. 创新资源

创新资源一般是指进行科技创新活动所需要和可利用的所有资源总和,它是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40] 。
目前对创新资源的分类尚不统一。 广义的创新资源包括人力创新资源、物力创新资源、财力创新资源和信

息创新资源四大类[41] ,狭义的创新资源主要包括人力创新资源和财力创新资源[42] 。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企业需要采用新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来改善业务流程、提高效率和创造新的价值,这就需要创新资源为企业

提供技术创新支持。 本文主要采用狭义的创新资源,从创新人才和创新资金两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资

源水平。
3. 背景资源

企业背景指的是企业所属行业、产权性质等方面的特征。 因行业、产权性质的不同,企业对创新发展的

反应能力会有很大区别[43] ,这些特性共同构成了企业的背景资源。 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中国经济主体由公有制经济主体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两类构成。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与可调用资源

的规模高度相关。 一般而言,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实力更加雄厚,在融资成本、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一定优

势,更有利于实现数字化转型。 鉴于本文研究以农业企业为对象,拥有相同的行业背景,在考虑企业背景资

源构成时,可以忽略行业因素,故以企业的产权性质来衡量其背景资源水平。
4. 风险能力

风险能力是指企业在面对风险时的决策选择和行为能力,涉及企业对风险的认知、评估和管理,以及企

业的决策能力和应对能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企业需要承担一定的失败风

险,但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放弃数字化转型、故步自封有可能使企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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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企业的风险选择和风险承担是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认为企业的风险偏好与选择会

对企业创新产生直接影响[44] ,风险偏好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风险行为能力,故本文根据企业的

风险选择行为来衡量其风险能力。
5. 数字能力

数字能力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新型能力,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构建从协同软硬件技术

基础到整合集成组织内外部资源,再到赋能企业长期价值的综合能力[45] 。 企业的数字能力水平直接影响企

业发展模式的创新[46] ,是决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本文依据企业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

来衡量其数字能力水平。 一般而言,选择独立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往往需要完成数字化平台开发或数字

中心建设,这就要求其必须具备很高的数字能力;相对应地,选择对外合作或购买服务的企业,其数字能力

水平往往较低。
6. 成长能力

企业成长能力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断扩大积累而形成的发展潜能,包括企业规模的

扩大,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反映了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成长能力对企业至关重要。 拥有可持续的

成长能力有利于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也能够使企业更好地应对变革和竞争,推动创新和技术应用,从
而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关于成长能力的衡量,有学者从不同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47] ,借鉴已

有研究,本文以营业增长和利润增长指标来衡量企业成长能力的水平。
7. 生产能力

企业生产能力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提供某种产品或劳务的能力,也可以是企业为生产某种产品

或提供某种服务所使用的全部资源综合平衡后的能力。 生产能力是企业生产决策的重要依据[48] ,与企业的

整体生产决策效率、生产强度等方面的要素密切相关[49] ,生产能力禀赋也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50] 。 可

见,企业生产能力是影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较强的生产能力是保障企业盈利和发展的前提。 本

文选择以劳动生产率指标来衡量企业生产能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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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资源与能力视角下的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型

综上所述,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

均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

素。 具体而言,资源要素包含财务资

源、创新资源、背景资源,能力要素包

含风险能力、数字能力、成长能力、生
产能力。 七个要素虽然都是影响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条件,但各要素

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的线性

关系,且各要素之间的联动匹配机制

较为复杂。 各要素如何协同驱动企

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且具有开

放性的问题。 为深入分析各要素与

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本
文基于资源-能力视角,构建组态理

论开展分析(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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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是探究前因要素之间联动关系与协同效应如何作用于结果变量的有

效方法。 该方法来源于社会学家拉金(Ragin,1987)提出的一种基于布尔代数的跨案例比较分析方法[51] 。

考虑到本文旨在分析农业企业的资源与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fsQCA 不仅可以处理类别问题,
还可以更好地解决程度变化的问题,以及传统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并发性、非对称性、多重等效性等问题,充
分地捕捉到前因条件在不同水平或程度上的变化带来的影响。 同时,该方法能够深入探究前因条件和结果

变量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助于归纳总结可供复制推广的具有差异化特征的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
本文的研究样本量为 110 家数字化转型农业企业,属于中等样本规模,适用于该方法。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21 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开展的企业成本调查。 该调查数据主要涵盖两类

内容:一是企业近三年的基本财务经营、成本与收益数据;二是专题调研部分,包含企业对营商环境评价、数
字化转型情况以及“双碳”目标对企业的影响。 企业样本涵盖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13 个省份,有效

样本量为 17
 

482 家。 本文的样本筛选方法如下:首先,结合企业主营业务、参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

微型企业划分标准》确定产业门类,筛选出 763 家农业企业样本;其次,根据调查问卷中企业是否进行数字

化转型问题,筛选已经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农业企业,获得 163 家数字化农业企业样本;在此基础上,删除财务

数据不完整的农业企业。 本文最终获得 110 家数字化农业企业样本数据。
为更好地探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以及前因内部影响要素,对 110 家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农业企业

样本进行具体分析。 本文从企业内部的资源能力角度出发,选取企业的财务资源、创新资源、背景资源以及

企业的成长能力、生产能力、数字能力、风险能力等变量指标作为前因条件,以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作为结果变量,探究中国农业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对数字化转型的复杂作用机制。 同时,考虑到数字化转

型存在一定的投入与转化的时滞性、截面数据无法涵盖更多的时间因素,本文选取前因条件 2018 年、2019
年的数据均值与 2021 年数字化转型结果变量进行匹配研究。 在结果变量的衡量上,选取农业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程度、生产、研发、销售、财务以及行政管理各个环节数字化水平作为结果变量衡量。 同时,参考已有学

者对企业各个环节的划分[36] ,将生产、研发、销售环节作为增加价值链环节进行分析,将财务、行政管理归为

辅助价值链环节进行探究。 具体的前因条件和结果条件变量选取与指标构建如表 1 所示。

表 1　 前因条件和结果的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计算 说明

财务资源(CW) 经营水平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 营业

收入

使用数据库相关财务指标的 2018 年和 2019 年均值数据,计算

出各个指标值,并通过熵值法构建财务资源综合指标

盈利水平 净利润 / 总资产

成本控制 利润总额 / (营业成本+销售费

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

创新资源(CX) 创新人才 科研人员占比 使用数据库中财务指标的 2018 年和 2019 年均值进行构建,创新

人才和创新资金指标各占 50%

创新资金 研发费用 / 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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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计算 说明

背景资源(ZD) 资源优势 企业类型 使用问卷数据,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对拥有更多的优势资源,赋值为

1,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等其他企业赋值 0
成长能力(CZ) 营业增长 营业收入增长 使用调研报告相关数据,使用 2018 年和 2019 年数据进行计算,营业增

长和利润增长指标各占 50%
利润增长 利润总额增长率

生产能力(SC) 劳动生产率 营业收入 / 从业人员 结合问卷中相关数据,使用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均值数据进行计算,指
标各占年 50%

营业收入 / 工资总额

风险能力(FX) 风险能力 投资资产分配 使用问卷数据“假设有两种不同的投资:投资 A 预期获得 5%的收益,有可

能承担非常小的损失;投资 B 预期获得 20%的收益,但有可能面临 25%甚

至更高的亏损。 结合贵企业的风险投资风格,投资资产分配为:1. 全部投

资于 A”;2. 大部分投资于 A;3. 两种投资各一半;4. 大部分投资于 B;5. 全
部投资于 B”。 根据企业对风险的选择,对答案选项分别赋值 1—5,数值

越大,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数字能力(SZ) 数字技术能力 数字化转型方式 使用问卷数据“贵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方式是:1. 独立进行(如开

发数字化平台、建设数字中心)
 

2. 对外合作(即与同行或合作伙伴共同推

进数字化建设)
 

3. 购买服务(如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入电子商务平台)
 

4. 其他”。 根据其回答选项和转型技术难度,分别赋值 4、3、2、1。

　 　 (三)校准

fsQCA 方法将各个变量视为一个模糊集,每个变量隶属于不同的集合。 因此,基于原始数据,在进行实

证分析前,必须使用校准程序将每个初始变量转换为 fsQCA 可定义的模糊集。 本文使用软件 fsQCA
 

3. 0 进

行百分位数校准。 采用直接校准法对结果变量及前因条件进行校准,校准中对于
 

3
 

个锚点即完全隶属、
 

交

叉点和完全不隶属进行设置。 参照已有研究[52] ,采用各变量在样本范围内的概率密度函数的 95%、50%、
5%作为校准的

 

3
 

个锚点。 同时,对整数值的完全隶属点减少 0. 001,对完全不隶属点增加 0. 001,对不完全

隶属点以均值为中心进行增减 0. 001[53] 。 校准后的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校准

变量分类 指标与变量名称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前因条件 财务资源(CW) 0. 576 0. 454 0. 331

创新资源(CX) 1. 031 0. 024 0. 001

背景资源(ZD) 1. 000 0. 000 0. 000

风险能力(FX) 3. 549 2. 001 1. 001

成长能力(CZ) 11. 792 0. 136 -1. 145

生产能力(SC) 280. 795 39. 258 4. 057

数字能力(SZ) 3. 999 2. 500 2. 001

结果变量 数字化转型水平(Y) 3. 999 3. 001 2. 001

增值价值链数字化(YZ) 14. 550 8. 999 2. 001

辅助价值链数字化(YF) 9. 000 5. 999 2. 001

研发环节数字化(Y1) 4. 000 3. 001 2. 001

生产环节数字化(Y2) 5. 000 2. 999 0. 001

销售环节数字化(Y3) 5. 000 2. 999 1. 001

财务管理数字化(Y4) 5. 000 3. 001 0. 451

行政管理数字化(Y5) 5. 000 2. 999 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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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分析

　 　 (一)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

从一致性和覆盖率两方面,对选取的前因条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即对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角度的条件变

量与数字化转型之间是否构成必要条件进行检测。 其中,一致性指标是指通过某一路径衡量实现最终目标的

样本数比例的大小,表示“给定条件的组合导致特定结果”为“真”的可信程度大小。 覆盖率指标是指通过某一

路径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比例,表示在具有给定结果的案例中,具有这一条件组合的案例占比。 当一致性指

标大于 0. 9 时,认为其构成了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在单个变量缺少的情况下对结

果变量的影响进行了检测。 必要条件分析(NCA)结果显示,单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均低于构成必要条件

的临界值 0. 9(限于篇幅原因不在正文展示结果,备索)。 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各单一变量对于结果的产生具有

一定的解释力,但依靠单一因素均无法完全有效解释数字化转型结果变量。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

选择的复杂因果性,资源与能力之间的联动效应和协同机制共同促进了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对农业企

业数字化转型前因的探究,需要结合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因素互动进行多维度的复杂性分析。

　 　 (二)数字化转型组态分析

对 110 家农业企业的整体数字化转型水平、增值价值链和辅助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的高水平组态进行分

析,探究并分析农业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的七个前因条件对数字化转型路径的作用路径。 组态分析结果如

表 3 所示。 可以看到,农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高组态路径有三条,增值价值链和辅助价值链数字化分别存

在三条、四条高组态路径。 组态分析结果反映了农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并发与殊途同归。 各个高

组态路径的单个解及总体解的一致性均达到了 0. 8 以上,超过了设置的阈值水平(0. 8),表明以上组态路径

是实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充分条件。

表 3　 数字化转型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企业数字化水平 增值价值链数字化 辅助价值链数字化

Y1 Y2 Y3 YZ1 YZ2 YZ3 YF1 YF2 YF3 YF4

财务资源 ★ ● ★ ◎ ★ ● ◎ ★

创新资源 ◎ ★ ★ □× ◎ ● ★ ★ ◎ ★

背景资源 ◎ □× □× ● ◎ □× □× □× ◎ □×

风险能力 ★ ● ● □× ● ● ● ● ● ●

成长能力 ★ □× ● □× ★ ● □× ◎ ★ ●

生产能力 ◎ ● □× ◎ ◎ ◎ ★ ★ ◎ □×

数字能力 ★ ◎ ◎ ◎ ◎ ◎ ● ◎ ◎

一致性 0. 947 0. 893 0. 898 0. 825 0. 890 0. 880 0. 860 0. 907 0. 874 0. 856

原始覆盖度 0. 137 0. 219 0. 226 0. 069 0. 228 0. 227 0. 274 0. 157 0. 208 0. 206

唯一覆盖度 0. 062 0. 063 0. 067 0. 069 0. 090 0. 089 0. 047 0. 009 0. 082 0. 039

解的覆盖度 0. 351 0. 385 0. 419

解的一致性 0. 872 0. 849 0. 821

　 　 注:★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辅助条件,◎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辅助条件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既可以存在也可以缺失,不影响路径

的准确性。 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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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数字化转型高组态路径来看,财务资源与风险能力、成长能力、数字能力的互动在路径 Y1 中发

挥了主要驱动作用,引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其命名为财务资源-均衡能力驱动型;创新资源在路径 Y2、Y3

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财务资源、风险能力、生产能力、成长能力在各自路径中充当辅助角色,将其命名为创新

资源驱动-能力辅助型。 从价值链转型结果来看,企业财务资源、成长能力是驱动增值价值链数字化的核心

条件,其他部分能力和资源因素发挥了辅助作用,集合主导因素和辅助条件将 YZ1、YZ2、YZ3 分别命名为财

务资源驱动型、成长能力驱动型、财务资源驱动-能力辅助型。 从辅助价值链数字化结果来看,创新资源和

生产能力在路径 YF1 和 YF2 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将其命名为创新资源-生产能力驱动型;成长能力在 YF3
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财务资源和创新资源在路径 YF4 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故将 YF3 和 YF4 分别命名为成长

能力驱动型、资源驱动-能力辅助型。 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结果

(1)财务资源-均衡能力驱动型。 在组态 Y1 中,农业企业内部的财务资源、风险能力、生产能力以及数

字资源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创新资源、背景资源以及生产能力作为核心条件缺失存在。 该组态表明,即使农

业企业的创新资源相对匮乏、不存在背景制度优势、企业的生产转化能力较弱,只要其拥有的财务资源丰

富、拥有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企业成长性较强,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利用能力较强,便可实现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升级。 这说明,农业企业丰富的财力资金、良好的发展潜力和经营前景和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能

够满足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再加上企业良好的数字技术利用和使用能力,能够弥补农业企业的创新资

源匮乏、生产转化能力薄弱带来的现实阻碍,有效促进农业企业高数字化水平的实现。

(2)创新资源驱动-能力辅助型。 在组态 Y2 中,农业企业的创新资源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财务资源、
抗风险能力以及生产能力作为辅助条件存在,数字资源作为核心条件缺失存在,背景资源和成长能力作

为辅助条件缺失存在。 该组态表明,即使农业企业不存在背景制度优势、企业成长缓慢,只要其拥有丰富

的创新资源,辅以良好的财务资源、生产能力以及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就可以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

级。 这说明,农业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搭配企业的财力资金、良好的发展潜力和风险抵抗能力,能够满

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要,能够弥补农业企业数字化能力薄弱、背景资源匮乏、成长缓慢带来的现实阻

碍,有效促进农业企业的高数字化水平实现。 在组态 Y3 中,农业企业的创新资源同样作为核心条件存

在,风险能力、成长能力作为辅助条件存在,背景资源和生产能力作为缺失的辅助条件存在,数字能力作

为核心条件缺失存在。 该组态表明,即使农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利用能力较弱、生产转化能力相对薄弱,缺
乏背景优势资源,只要其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再加上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和未来较好的成长优势,就可

以实现数字化转型。 这表示,农业企业较强的创新资源投入是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辅之较

好的成长空间和发展前景、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能够弥补其他条件缺失带来的现实阻碍,实现整体的高

数字化水平转型结果。
2. 增值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的组态结果

(1)财务资源驱动型。 在组态 YZ1 中,农业企业的财务资源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背景资源作为辅助条件

存在,其余前因条件均处于缺失条件存在。 该组态表明,当农业企业拥有丰富的财务资源,再加上背景优势

资源的辅助,能够克服其他企业资源不足和能力薄弱带来的约束和劣势,实现企业增值价值链环节的数字

化转型。 这说明,农业企业的创新人力投入、创新财力投入以及企业背景优势资源,是助力农业企业增值价

值链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充分条件。 丰富的财务资源投入与背景优势资源的联动是提升企业的生产、研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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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销售环节的数字化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2)成长能力驱动型。 在组态 YZ2 中,农业企业的成长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风险能力作为边

缘条件存在,其余前因条件均处于缺失条件存在。 该组态表明,农业企业的成长潜力较大、未来发展

前景较好,再辅之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能够促进农业企业增值价值链数字化转型。 这使农业企业处

于资源相对匮乏、生产转化较弱的阶段时,出色的成长能力仍有助于其实现企业增值环节的数字化转

型。 这说明,成长能力驱动、风险能力辅助是实现农业企业的生产、研发以及销售环节的数字化水平

的一个有效途径。
(3)财务资源驱动-能力辅助型。 在组态 YZ3 中,农业企业内部的财务资源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创新资

源、风险能力以及成长能力作为辅助条件存在,背景资源作为辅助条件缺失存在,生产能力、数字能力作为

核心条件缺失存在。 该组态表明,农业企业拥有丰富的财务资源,再辅以一定的创新资源投入、良好的成长

潜力以及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能够克服生产转化能力和数字能力的约束,有效促进企业增值价值链的数

字化转型。 这说明,在财务资源的驱动下,联动企业的创新资源、风险能力以及成长能力是农业企业价值链

转型的关键路径。
3. 辅助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的组态结果

(1)创新资源-生产能力驱动型。 在路径 YF1 中,农业企业的创新资源、生产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财
务资源和风险能力作为辅助条件存在,背景资源和成长能力作为辅助条件缺失存在。 该组态表明,当农业

企业的创新资源较为丰富、生产能力较强时,再加上企业自身良好的财务资源、风险抵抗能力,能够有效克

服其缺乏背景资源、成长潜力未释放等劣势,促进农业企业的辅助价值链数字化转型。 这表明,在创新资

源、生产能力的主导驱动下,联动企业内部的财务资源、风险能力是促进企业辅助价值链数字化水平提升的

有效路径。 同样地,农业企业的创新资源、生产能力在路径 YF2 中作为核心条件存在,风险能力和数字能力

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背景资源作为辅助条件缺失存在、成长能力作为核心条件缺失存在。 该组态表明,农业

企业的创新资源较为丰富、生产能力较强时,再加上企业自身的风险抵抗能力和一定的数字利用能力,能够

有效克服其缺乏背景资源、成长潜力未释放等劣势,促进农业企业的辅助价值链数字化转型。 这说明,在创

新资源、生产能力的主导驱动下,联动企业内部的风险能力、数字能力是促进企业辅助价值链数字化水平提

升的有效路径。

(2)成长能力驱动型。 在组态 YF3 中,农业企业的成长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风险能力作为辅助条件

存在,其他条件作为辅助或核心条件缺失存在。 该组态表明,当企业拥有较强的成长能力、发展前景较好

时,辅以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能够有效促进农业企业的辅助价值链数字化转型。 在成长能力的驱动下,联
动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即使在其他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存在较大改善空间的背景下,仍能够帮助农业企

业实现财务、行政管理等辅助环节的高数字化水平。
(3)资源驱动-能力辅助型。 在组态 YF4 中,农业企业的财务资源和创新资源作为核心条件存在,风险能

力和成长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缺失,背景资源和生产能力作为辅助条件缺失存

在。 该组态表明,当农业企业拥有丰富的财务资源和创新资源时,联动企业内部的风险能力和企业成长能力,

即使不存在背景制度优势和较强的数字利用能力,也能够引致农业企业的辅助价值链数字化高水平实现。

4. 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对比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值价值链、辅助价值链转型结果,发现在实现整体转型、增值、辅助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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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组态路径中,企业的内部资源和能力互动存在一定差异。 在实现整体数字化转型中,存在两条高组

态路径———财务资源-能力均衡驱动型、创新资源-能力辅助型,表明农业企业丰富的财务资源与企业内

部均衡的能力发展匹配是实现整体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雄厚的研发资源投入也是引致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核心驱动因素,辅以企业内部的能力,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增值价值链数字化转型中,财务资

源、成长能力是核心驱动力,存在财务资源驱动型、成长能力驱动型以及财务资源-能力辅助型三种转型

路径。 在辅助价值链数字化转型中,创新资源、成长能力、创新资源与财务资源发挥了更为重要的驱动作

用,存在创新资源驱动型、成长能力驱动型、资源驱动-能力辅助型三种模式。 可见,财务资源丰富、成长

性较好的农业企业更易实现增值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创新资源丰富、成长性较好的企业更易实现辅助链

数字化转型。

　 　 (三)稳健性分析

为保证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调整阈值和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 PRI)值的方式进行稳健性

检验:一是将阈值由 0. 8 调整至 0. 85 进行定性比较分析(QCA)组态分析;二是将 PRI 由 0. 55 调整至 0. 6 进

行 QCA 组态分析(限于篇幅不在正文展示结果,备索)。 两种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在形成数字化高组态

中,显示核心条件与前文保持一致且形成的高组态路径是前文实证分析高组态路径的子集,这证明了本文

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分析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动态性,并不是一蹴而成的结果。 企业一般根据市场需求、

自身资源与能力状况,有策略、有步骤地选择转型模式推进数字化。 本文根据 110 家样本企业转型数据

来绘制农业企业内部各个环节的数字化水平分布雷达图,如图 2 所示。 可以发现,中国农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探索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农业企业内部环节数字化水平参差不一,在推进数字化发展中存在一定的

倾向选择,如 15 号样本企业的生产数字化水平达到最高,其研发数字化水平仍处于最低水平;24 号样本

企业的行政管理和财务数字化水平相对较高,其研发和生产环节数字化水平却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对比

各个企业数字化选择,数字化转型布局和选择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农业企业重点选择对增值价值链进行

转型(10 号样本企业) ,有的则选择对辅助价值链进行数字化(如 63 号样本企业) ,也有企业选择并行的

数字化模式(如 81 号样本企业) 。 基于为当下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为具体的参考模式和转型经验

的目的,本文进一步对形成各个环节数字化的高组态路径进行深入分析,尝试为中国农业企业寻找更加

具体、有效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一)必要性分析

本文对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互动的各个前因条件进行必要性分析。 结果显示,单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

指标均低于构成必要条件的临界值 0. 9(限于篇幅不在正文展示结果,备索)。 这说明各单一变量对各个环

节数字化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依靠单一因素均无法完全有效地解释数字化转型结果变量。 这体现

了企业各个环节进行数字化选择的复杂因果性,资源与能力之间的联动效应和协同机制共同促进了农业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 可见,对农业企业各个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前因的探究,需要结合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

因素互动进行多维度的复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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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个环节数字化转型水平分布雷达

　 　 (二)内部环节数字化结果组态分析

对农业企业的各个环节的数字化路径进行探析,具体的组态分析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在实现各个

环节的数字化转型中,农业企业的内部资源要素、能力要素间的联动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路径间差异也体

现了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联动的复杂性。

表 4　 各个环节数字化高组态分析结果(一)

条件变量
研发环节数字化 生产环节数字化

YF1 YF2 YF3 SC1 SC2 SC3 SC4

财务资源 ★ ★ ◎ ★ ★

创新资源 ★ ★ ◎ ★ ★ ◎

背景资源 □× □× ◎ ◎ □× □× ★

风险能力 ● ● ★ ● ● ● ◎

成长能力 ● □× ★ ★ ◎ ◎ ◎

生产能力 □× ★ ◎ □× ★ ● ◎

数字能力 ◎ ★ ◎ ● ◎

一致性 0. 898 0. 856 0. 947 0. 892 0. 859 0. 917 0. 798

原始覆盖度 0. 226 0. 272 0. 137 0. 259 0. 279 0. 161 0. 063

唯一覆盖度 0. 067 0. 095 0. 042 0. 125 0. 066 0. 011 0. 063

解的覆盖度 0. 383 　 　 　 　 　 　 　 0. 478

解的一致性 0. 857 　 　 　 　 　 　 　 0.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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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个环节数字化高组态分析结果(二)

条件变量
销售环节数字化 财务环节数字化

行政管理

环节数字化

SH1 SH2 SH3 SH4 CW1 CW2 CW3 ZH1

财务资源 □× ★ ★ □× ★ ★

创新资源 ● ★ □× ★ ★ ●

背景资源 ◎ □× □× ● ◎ ◎ □× □×

风险能力 ● ● ● □× ● ● ● ●

成长能力 ★ ● □× □× ★ ★ ◎ ◎

生产能力 ◎ □× ● ◎ ◎ ◎ ★ ★

数字能力 ◎ ★ ◎ ◎ ◎ ★

一致性 0. 901 0. 883 0. 909 0. 835 0. 896 0. 903 0. 883 0. 884

原始覆盖度 0. 258 0. 269 0. 158 0. 065 0. 243 0. 217 0. 267 0. 153

唯一覆盖度 0. 093 0. 061 0. 044 0. 065 0. 078 0. 024 0. 118 0. 153

解的覆盖度 0. 472 0. 413 0. 153

解的一致性 0. 866 0. 861 0. 884

纵向来看,在促进企业研发环节数字化路径中,存在三条高组态驱动路径,根据路径特点可以划分为创

新资源驱动型、资源能力驱动型。 可见,在促进企业研发数字化转型中,农业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资

源、财务资源优势,或通过较强的资源与能力联动来实现研发环节数字化。 在生产环节数字化路径中,存在

四条高组态路径,根据其主要驱动因素可以划分为成长能力拉动型、资源-能力驱动型以及创新资源驱动型

三类。 以上路径表明,成长能力较强或创新资源、财务资源丰富的农业企业更易开展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转

型,资源丰富、生产能力较强的企业也更易实现生产数字化转型。 在销售环节数字化路径中,存在四条高组

态路径,根据其主要驱动因素可以划分为成长能力拉动型、财务资源驱动型以及创新资源-数字能力驱动型

三类。 这也说明,成长能力突出或财务资源较为丰富的农业企业更易实现销售环节数字化转型,创新资源

丰富、数字能力较强的农业企业也更易实现销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在财务数字化路径中,存在三条高组

态路径,根据其主要驱动因素可以划分为成长能力拉动型、创新资源-成长能力驱动型以及资源-能力驱动

型三类。 这说明,成长能力突出或创新资源较为丰富、成长前景较大的农业企业更易实现财务环节的数字

化转型。 对于拥有丰富创新资源、财务资源的企业,联动企业较强的生产转化能力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数

字化水平。 在行政管理数字化中,存在一条高组态路径。 该路径显示财务资源、生产能力、数字能力均作为

核心条件存在,创新资源、风险能力作为辅助条件存在,可见该路径中财务资源与生产能力、数字能力的联

动作用是实现行政管理数字化的重要因素。 对于拥有较多资金优势、生产转化能力突出、数字应用能力较

强的企业,更易实现行政管理数字化转型。

横向对比来看,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在各个路径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数字化转型中,企业会根据

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企业资源及能力优势进行转型选择,不同的资源与能力优势匹配引致不同环节的数

字化转型。 具体分析如下:

(1)财务和创新资源助力下的数字化转型。 农业企业丰富的财务资源、创新资源是助力农业企业数字

09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5, 202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5 期)

化的关键因素。 当农业企业拥有丰富的资金实力时,可以对数字技术引进、数字设备以及数字人才等进行

更多的成本投入和资金支持,保障和助力企业各个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在组态 YF2、YF3、SC2、SC4、SH4、

CW3、ZH1 中,企业财务资源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联动其他资源和能力条件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研

发、生产、销售、财务以及行政管理各个环节。 可见,财务资源在助力企业内部各个环节数字化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当企业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时,企业内部的研发人员占比较多、人力资本丰富,企业科研投入资

金充足,产品的科技含量较高,且随着数实融合的发展,创新与数字化融合也不断加深,推动了企业的研发、

生产、销售环节等数字化转型,带动了企业的财务数字化转型。 在组态 YF1、YF2、SC2、SC3、SH3、CW2、CW3

中,企业的创新资源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联动企业的其他资源和能力因素共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研

发、生产、销售以及财务环节数字化。 总体来看,在助力企业各个环节的数字化转型中,财务资源、创新资源

的助力更为普遍。

(2)生产和成长能力拉动下的数字化转型。 农业企业的生产能力、成长能力是拉动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重要因素。 出色的生产能力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即使企业可能面临很多的资源

匮乏、部分能力不足等现实阻碍,也能拉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 在组态 YF2、SC2、CW3、ZH1 中,农

业企业的生产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联动企业具备的资源和其他能力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涉及

研发、生产、财务以及行政管理等环节。 可见,企业突出的生产能力能够拉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当企业拥有较好的成长能力时,其产品受到市场青睐,处在上升发展期,未来发展潜力较大,企业也有

动机和信心去推进数字化转型,拉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组态 YF3、SC1、SH1、CW1、CW2 中,企业成

长能力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联动企业内部的其他能力和资源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涉及研发、生

产、销售以及财务环节。

( 3)农业企业的数字能力也是拉动内部环节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企业的数字技术和应用

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在组态 YF3、SH3、ZH1 中,企业的数字能力在引致研发、

销售以及行政管理数字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企业的风险能力则承担了更为普遍的辅助作用,几乎

存在于各个环节数字化的路径中。 这也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企业需要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作为补

充条件。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中国 110 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现实经验,从农业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视角出发,选取

农业企业的财务资源、创新资源、背景资源以及风险能力、生产能力、成长能力、数字能力等七个前因条件,

使用 NCA 和
 

fsQCA 探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并进一步分析前因条件之间的联动与企业生产、研发、销

售、财务以及行政管理环节数字化之间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内部资源与能

力联动匹配的结果,不同的资源与能力匹配形成的数字化转型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 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农业企业的整体转型主要存在财务资源与能力匹配核心驱动型、创新资源与能力辅助驱动型两

种模式。 企业的财务资源与各维度能力联动是实现企业数字化整体转型的路径,适合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

转型选择;而丰富的创新资源联动企业能力辅助也是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即研发型农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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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实践者。

第二,从企业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看,财务资源、成长能力是促进农业企业增值环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

创新资源、成长能力、生产能力在推进辅助价值链数字化转型中发挥核心作用。 不同于整体数字化转型对农业

企业内部能力和资源联动匹配的高要求,单向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环节对企业资源和能力的联动各有侧重。

第三,从农业企业各个环节数字化转型的结果来看,不同资源和能力的组合引致了不同环节的数字化

转型。 农业企业各个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方式差异较大,对比而言,财务资源、创新资源发挥了更为普遍的驱

动作用,成长能力和生产能力也是拉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 这体现了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联动在

促进各环节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复杂性。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工程,各项环节对企业资源与能力联动的要求各有侧重。 不同企业内

部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要素构成也存在一定差异。 拥有较好的财务资源、创新资源是实现农业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企业自身的成长性、生产转化能力也是助力数字化转型的有力支撑。 农业企业应

根据自身禀赋资源和能力选择数字化转型模式,实时采取分阶、有侧重环节推行数字化转型,最大化发挥资

源与能力的联动效应。 这也是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重要经验。

　 　 (二)政策建议

农业企业在推行数字化转型时,应根据自身资源实力和能力发展状况选择适合路径。 对于推行数字化

整体转型的农业企业,应注重提升其资源实力、均衡各维度发展能力;对于资源相对薄弱或能力发展不均衡

的农业企业,应积极发挥其拥有的资源优势或能力优势,有侧重地推行某项环节的数字化转型。 具体建议

如下:

第一,对于资源丰富和能力较强的农业企业,可以选择并行推进模式,在企业内部的生产、研发、销售、

财务以及管理环节同步实行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增强市场竞争力。 第二,对

于资源丰富、能力较弱的企业,可以选择逐步推行的方式,如财务资源丰富的企业可以多侧重增值链环节的

数字化转型,加速企业内部的增值环节生产效率;对于创新资源相对丰富、生产能力较强的农业企业,可以

侧重辅助价值链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在营销、财务以及行政管理方面的效率,促进企业整体实力提

升。 第三,对于生产转化能力较强、资源相对薄弱的企业,可以选择侧重生产环节、销售环节以及财务环节

的数字化转型;第四,在数字化转型各个环节中,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 数字化转型中不能忽

视风险存在,企业需要做好转型路径风险评估和风险抵御准备。

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还处于萌芽状态,拥有较强的发掘潜力和应用前景。 结合农业

企业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以及数字化转型的外溢性,相关政府应该提供一些政策支持与帮助,加速农业企业

数字化转型,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实现农业大国

向农业强国的转化。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助力:

第一,多种渠道提供资金支持,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财务资源在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农业数字化企业发展基金、减免农业企业税费、降低贷款利率等优惠政策,为农

业企业开源节流,支持农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第二,提供数字技术指导与帮助。 农业企业的数字化仍处

于转型阶段,企业的探索之路较为缓慢,政府可以积极借鉴其他行业企业的数字技术、数字资源使用,培养

更多的数字农业人才,保障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和人才需求。 第三,建设农业产品销售平台,完善农

29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5, 202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5 期)

业产业链条。 要着力打通农产品生产、销售通道,加速农业企业的生产转化效率,激活农产品需求—供给端

联动渠道,加速企业各个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三)研究展望

本文使用中国 110 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农业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对数字化转型的影

响,尝试为中国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索提供一些经验参考。 本文研究聚焦农业企业内部所拥有的资源

与企业自身能力,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研究:一是研究视角的拓展,可以考虑将研究拓展至

外部资源环境、考虑内外资源联动下的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二是在数据的获取和使用上,可以考虑采用

调研方式获取更多的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样本进一步论证分析;三是在前因条件的选取上,无法涵盖所

有农业企业内部影响因素,可以结合不同维度和角度的理解,对农业企业内部组织资源和能力展开进一

步的细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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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internal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selects
 

seven
 

indicators:
 

financial
 

resources,
 

innovation
 

resources,
 

background
 

resources,
 

risk
 

capability,
 

digital
 

capability,
 

growth
 

capability,
 

and
 

production
 

capability.
 

Then,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onfiguration
 

analysis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ele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bsequently,
 

it
 

selects
 

110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carrying
 

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samples,
 

analyzes
 

the
 

linkage
 

matching
 

mechanism
 

using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
 

and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fsQCA),
 

and
 

clarifi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ode
 

under
 

different
 

factor
 

endowment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s
 

the
 

result
 

of
 

the
 

linkage
 

between
 

internal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and
 

there
 

are
 

two
 

transformation
 

modes:
 

driven
 

by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assisted
 

by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terprise
 

value
 

chain,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growth
 

capability
 

are
 

the
 

key
 

drivers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value-added
 

links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Moreover,
 

innovation
 

resources,
 

growth
 

capability
 

and
 

production
 

capability
 

play
 

a
 

core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uxiliary
 

value
 

chain.
 

Thir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odes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n
 

each
 

link
 

are
 

quite
 

different.
 

Specifically,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resources
 

play
 

a
 

more
 

general
 

driving
 

role,
 

and
 

growth
 

capability
 

and
 

production
 

capability
 

also
 

serve
 

as
 

important
 

factor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shoul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path
 

when
 

implemen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that
 

implement
 

the
 

overal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y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resource
 

strength
 

and
 

balancing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in
 

all
 

dimensions.
 

However,
 

those
 

with
 

fewer
 

resources
 

or
 

unbalanced
 

capability
 

development
 

should
 

actively
 

give
 

full
 

play
 

to
 

resource
 

advantages
 

or
 

capability
 

advantages
 

and
 

focu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
 

particular
 

link.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and
 

technical
 

guidance,
 

and
 

facilitate
 

improvement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ongoing
 

digitalization
 

efforts
 

in
 

this
 

sector.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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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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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value-added
 

value
 

chai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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